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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犯罪———基于改革开放 30年
的统计数据的分析

【摘 要】改革开放 3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但是伴随着社会变迁，犯罪率也在节
节攀升。犯罪率的攀升与中国进入消费社会和日益变迁的消费文化密切相关。本文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
摘取《中国法律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应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解释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城市
的犯罪率的攀升。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微观个体层面的“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中观社会层面的“消费差
距”、宏观政策层面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均对犯罪率有着显著的正影响效应。研究证实了消费社会刺激着
人们的消费欲望，培育了消费享乐主义文化，使人们永远处于不满足状态之中，精神空虚，金钱至上，物欲膨

胀，欲壑难填，乃至采取违法犯罪行为达到目的。消费社会也制造了一种“攀比消费”文化，使得人们产生越来
越大的“心理落差”和“期望差距”，很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和反抗意识，激发潜意识中的憎恨而犯罪。总之，消
费社会中的多数人把自己定位在社会博弈力量的弱势一端，永远感觉自己口袋里的钱不够多，欲望不能得到

满足，最终，越来越多的不满足的人们通过暴力、抢劫、杀人、报复等犯罪行为寻找心理的平衡与满足。
【关键词】犯罪；消费社会；消费文化；社会变迁；消费欲望；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3.3;D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1）06-0085-13

收稿日期：2011－11－07
作者简介：杨玲丽（1976-），陕西人，社会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0YJC840082）；2010年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题基金。

回顾新中国成立 60 年的发展 ，1949—1978
年， 我国社会处于相对封闭时期， 犯罪率相对较
低，最多时，年发案率也未超过万分之十，最少时，
年发案率仅万分之三；而从 1979 年以后，我国处
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年发案率逐年上升，近年来
在万分之二十左右的点位上下波动， 犯罪出现了
明显的新特征：作案手段多样、新的犯罪类型不断
出现、犯罪的组织化程度加强、犯罪的国际化趋势
明显、危害程度更大，西方国家的新的犯罪类型，
如网络犯罪、公务员犯罪、跨国犯罪、武装犯罪、高
智能犯罪、黑社会犯罪、政治犯罪等已经在我国开
始蔓延，犯罪开始向有组织化、职业化、流动化、内
外互动化程度发展，青少年犯罪占主要，社会不公
平导致的人民内部矛盾酿成的罪案显著增多 （武
伯欣，2009）。 [1]而这些犯罪问题的出现，与中国城
市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城市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同
时也与中国社会的消费革命的变化和消费文化的

变迁关系密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千年来的传
统儒家节俭的消费文化遭到破坏， 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文化曾经一度盛行， 加之改革开放以后涌进
来的西方消费文化思潮， 造成中国本土的消费文
化规范缺失， 又未能裂变出其它主流的消费文化
规范，从而使得社会的约束力下降，消费欲望极度
膨胀，消费享乐主义思想盛行，犯罪率逐年上升。
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所出现的犯罪率逐年上升的问

题，近 20 年来，我国犯罪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研究方法上已基本摆脱了过去的诠释式研究，
代之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 犯罪研究多强调事
实、数据和调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本文也沿袭这一思路，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
用《中国法律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来解释
改革开放 30年来犯罪率的上升。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有关消费与犯罪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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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研究新中国的犯罪问题，是最近 30 年的
事情。 对犯罪的研究， 犯罪学和刑法学讨论的较
多。 犯罪学主要探讨犯罪原因和犯罪规律，刑法学
对刑罚适用的研究则是宏大精深（白建军，2010）。
社会学领域，经济与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多。 而消费
与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归纳现有的研究，主要分
成以下几类：

1.消费文化与犯罪研究。消费文化与犯罪之间
的关系，不同国家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 “文化冲
突论”、“亚文化论” 都是有影响的犯罪的解释学
说。 而且，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西方的消
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对中国消费者影响深远，
近年来，很多青少年犯罪和流动人口犯罪都与“竞
争性消费”、“攀比性消费”、“炫耀性消费”有关。 比
如李锡海在《文化与犯罪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新颖
的见解：畸形消费文化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动因，畸
形消费文化表现为超我型 （超出了个人现有支付
能力的消费）、非我型（超越了个人有效需求的消
费，对名牌服饰、化妆品、用品的消费）、超社型（超
出了社会供给可能的消费， 如一味追求西方的超前
消费文化）、非社型（超越了社会允许尺度的消费，如
赌博、嫖娼等）四种形态，无论哪种形态，均表现为消
费者的消费心理扭曲、消费行为反常、消费现象反主
流等。 他将畸形消费文化对犯罪的作用机制归纳为
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直接作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
白色消费（毒品消费）、灰色消费（赌博消费）和黄色
消费（卖淫嫖娼、包二奶等），这些消费者只要进入
消费领域，就会走向犯罪；间接作用是市场经济造
成的拜金主义泛滥、市场低俗化，从而导致畸形消
费文化形成，消费者一味追求享乐和潇洒，并最终
走向犯罪（李锡海，2006）。

2.消费对象与犯罪研究，比如信用卡消费与犯
罪、毒品消费与犯罪。 这类研究，消费对象与犯罪
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比如毒品消费与犯罪，一旦
消费者消费了毒品这种消费对象， 消费者就已经
犯罪了。 而信用卡消费中的恶意透支现象也日益
频繁，为犯罪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信用卡犯罪研究
相对较多， 主要是从犯罪学视角进行的研究。 目
前，恶意透支、冒用他人信用卡等常规的信用卡犯
罪已经由于公安机关加强打击力度而渐少，但是，
利用互联网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制作伪卡，
利用网络支付平台实施购物、 套现、 参与网上博
彩、为他人充值等类型的案件却不断增多；随着金
融业务的国际接轨， 涉外信用卡犯罪也在持续增
多。 [2]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毒品问题出现
了严重的地区之间辐射、互动和影响，毒品问题从

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发展蔓延，并已形成相当规
模的毒品消费市场。毒品问题存在消费与犯罪共存
的现象，严重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很
多学者从毒品犯罪的现状、特点、原因、如何抑制等
方面对不同地区的毒品犯罪进行了分析。 [3][4][5]

3.消费主体与犯罪研究。 近年来，犯罪已经出
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主体化特征， 比如青少年消费
与犯罪、农民工消费与犯罪、白领消费与犯罪等。
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特别是那
些游荡于城乡之间的“边缘青少年”更成为近年来
犯罪青少年的主流，他们无职业、成群结伙，混迹
于酒吧、网吧、卡拉 OK 房、出租房之间，以偷摸扒
窃、抢劫、打群架，甚至贩卖毒品等为生。 曾晓林研
究发现社会转型期“文化堕距”对贫困地区青少年
犯罪产生着重要影响，青少年极易受“人的本质是
自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弱肉强食
的关系”等思潮的影响，这种负文化的传播蔓延使
得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形， 衡量事物的价值
标准完全是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的利己主义，
导致其私欲极度膨胀，极力追求个人的享乐，当不
具备通过正当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时候， 他们就铤
而走险，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6]农民工，特别是
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和父母一起居住在城乡结合

部、“城中村”， 他们亲眼目睹着繁华的城市生活，
但是他们的家庭收入有限， 只能就读于简陋的农
民工子弟学校，无法获取奢侈的生活用品，无法享
乐城市的娱乐场所， 受到消费市场的排斥只能选
择低档便宜的消费品； 城市的繁华与他们的消费
水平之间的差距使他们产生沮丧和气愤， 一些人
便会求助于犯罪等非法手段去实现其消费目标。 [7]

李长健和唐欢庆的观点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
市生活的过程中，想要交往、模仿城市消费风格，
但是他们的收入远不能达到城市消费水平， 在物
欲主义的消费欲望面前出现消费价值的认同紊

乱，从而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最后产生希望用非
法手段来达到理想生活的愿望； 新生代农民工也
更容易对越轨亚文化亲近、信任和投奔，因为当向
上流动机会缺乏、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城市社
会对他们排斥时，他们会对社会产生怀疑、偏见、
怨恨和不信任，越轨亚文化就会乘虚而入，再加之
这些年轻人的从众心理，只要邪恶略加招手，他们
就会随之而去。 [8]白领犯罪这种西方的犯罪模式也

在中国日渐增多。 白领犯罪具有高层次、高技术、
隐蔽性、组织性、非暴力等特点。 白领犯罪是由商
人、专业人员、从政人员等受人尊敬并有很高社会
地位的人在职业活动中， 实施的与其职业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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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 在我国，白领犯罪不仅限于高层人士的
行为，也包括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等单位实施的犯罪行为， 是一种利用其职务便利
牟取非法利益，比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 [9]在

我国，白领犯罪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从白
领犯罪的定义、理论问题、形成过程、防治策略、社
会控制视角进行的研究。 [10][11]

总结以往有关消费与犯罪的研究， 有些是犯
罪的微观或中观影响研究，如信用卡犯罪、毒品犯
罪等，有些是犯罪的宏观影响研究，如消费文化与
犯罪。 但是，总体而言多是以现状描述、问题解释、
对策研究为主，理论归纳和提升的较少。 相比较而
言， 理论意义较强的是宏观视角的消费文化与犯
罪的研究，早就受到国内外犯罪学界的关注。 犯罪
也是一个社会性议题， 近年来社会学界也开始关
注此研究议题，但是有影响力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消费与犯罪之间的关系

研究犯罪的宏观影响，首先要厘清以下三点：
（1） 犯罪的多少与犯罪的轻重是两个有关联但不
同的概念： 犯罪总数的上升不一定等于严重犯罪数
的上升， 反映犯罪问题必须从犯罪的数量和质量两
个指标考虑。 [12]（2）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影响
犯罪的发生。 但是，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时强时
弱，现实中人们未必能够直接感受到。 （3）“罪出有
因”，这个因既包括主观原因，也包括客观原因，我
们有必要从宏观视角研究犯罪的客观原因。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 因而致罪因素之间也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 任何单一因素都不可能导致犯
罪发生，犯罪因素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经济、收
入、消费、人口增长、城镇化等均可能会影响犯罪
本身。 近年来，经济与犯罪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
广泛关注的话题，但是研究结论却彼此互相矛盾：
一类观点主张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没有直接的作

用关系， 如国外有学者指出，“那些用经济来判断
犯罪率的人在解释他们的结果时， 也承认经济之
所以影响犯罪率，大多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13]

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认为“经济贫困只
是犯罪行为产生的客观条件”[14]； 另一类观点认为
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有一定的作用关系， 如国外
学者指出“犯罪不仅仅源于贫困，更多的犯罪问题
是由物质生活富裕引起的”[15]；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
犯罪率的上升并不在于贫困或富裕本身， 而在于
经济上的不平等，如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个社会中
的经济不平等———即最富裕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
差距， 可以得出的一种相当令人信服的论断就
是———它对这个社会中暴力犯罪的犯罪率具有因

果作用力”，[16]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在贫富差距拉大
过程中，低收入群体数量不断增大，其成为犯罪主
体的数量也随之扩大”。 [17]客观而言，作为一个实证
性很强的话题，由于考察视角、研究样本和统计标
准的不同， 有关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研究结论
也必然不同， 但这并不能成为终止对经济生活状
况与犯罪研究的理由。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探讨犯
罪原因始终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
消费也属于犯罪的宏观的社会影响因素，因

此我们有必要从消费的视角研究犯罪。 犯罪的影
响因素并不仅仅局限于消费，但是，在一次研究中
不可能考虑太多的因素，这样也不便于测量某一种
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用有多大，在研究消费与犯罪
的关系时，我们可以将其它影响犯罪的因素作为控
制变量，重点关注消费与犯罪之间的关系。 借鉴学
者对经济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消费与犯罪之间
的关系，也可能存在三种情况：（1）消费与犯罪之间
没有直接的相关和因果关系；（2）消费与犯罪之间
存在或正或负的相关或因果关系。 （3）消费差距与
犯罪之间存在或正或负的相关或因果关系。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到底消费与犯罪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本研究假设消费与犯罪之间存在或正或负的相关

或因果关系。 基于此前题，将犯罪放在宏观的社会
背景中，提三个假设：
假设一： 微观个体层面的消费支出和消费结

构影响犯罪率。
假设二： 中观社会层面的城乡消费差距影响

犯罪率。
假设三： 宏观政策层面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影响犯罪率。
下面，我们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

数据和历年的《中国法律年鉴》的犯罪数据来检验
三个假设是否成立。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测量

影响犯罪率的变量很多， 有犯罪者本身的个
人因素，还有宏观的外部社会因素。 本研究重点关
注外部的社会因素， 并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犯罪
率的宏观数据代表犯罪本身的消长变化， 用中国
各种宏观经济数据代表社会影响因素， 来探讨犯
罪率的消长彼长。

1.被解释变量：犯罪率
关于犯罪率的计算，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规

范。 （1）犯罪率是每十万人口中犯罪案件数或犯
罪人数。 这种通常使用的犯罪率是以总人口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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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计算的， 描述犯罪对每个可能的被害人带来
的危害。 而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可能的被害人都会
成为加害人， 因此还有另外一种表示犯罪状况的
犯罪率，即以总人口减去不具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口数作为基数计算的犯罪率。 （2）犯罪率是根据
已知犯罪的数量计算出来，并没有反映犯罪暗数
的影响。 犯罪暗数是指已经发生的、但是并没有
记录到官方犯罪统计数据中去的犯罪人数，比如
案发但因为种种因素被害人没有报案的， 或者报
案后没有立案的。 犯罪暗数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是
在数据处理中无法计算其中的数据。 比如牵扯到
多方利益或者内部黑幕， 或者当事人考虑打官司
的成本，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和白领犯罪的犯罪暗
数相对比较高，较多犯罪可能通过私下协调处理，
比如补回挪用公司的公款， 公司将不予以追究当
事人责任； 还比如职务犯罪可能一个人肩挑了多
人的犯罪事实等。 因此，犯罪的实际规模与已知规
模一定存在差距， 犯罪率只是犯罪实际规模的一
部分。
在现有数据条件下，描述犯罪现象时，只能尽

可能选用能在最大程度消减犯罪暗数影响的犯罪

率。 目前可供选择的犯罪率有：以公安机关立案数
计算的犯罪率、 以公安机关破案数计算的犯罪率、
以检察机关批捕数计算的犯罪率、以检察机关提起
公诉数计算的犯罪率、以法院一审收案数计算的犯
罪率、以法院终审定罪数计算的犯罪率。 [18]白建军

认为，尽管立案不一定破案，破案不一定批捕，批捕
不一定起诉，起诉不一定收案，收案不一定定罪，但
由于犯罪暗数的存在，这六种犯罪率中，以公安机
关立案数计算的犯罪率相对最接近犯罪实际（白建
军，2010）。 而且，犯罪率还可以分为被害率和加害
率：被害率指以每十万潜在的被害人为基数计算的
犯罪率，即以被简化为十万的总人口数为分母计算
的犯罪率；加害率指以每十万潜在犯罪人为基数计
算的犯罪率，即以达到刑事责任年龄（18 周岁）的
人口数为基数计算的犯罪率，分母是简化为十万的
“18周岁以上的人口数”。
到底用哪个指标来描述犯罪率呢？
（1）犯罪率是选择被害率，还是加害率呢？ 把

犯罪放在社会大背景中去考量时， 改革开放 30
年，犯罪已经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低龄化趋势，18
周岁以下罪犯占刑事罪犯的比率总体上呈上升趋

势， 而且在犯罪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最高时期达到
9.81％，详见表 1。 因此，在考虑犯罪率时，18 周岁
以下的人群不能被忽视。 本研究选择被害率作为
犯罪率的考量标准。

表 1 青少年犯罪状况

（2）考察可供选择的被害率数据。白建军认为，
以公安机关立案数计算的犯罪率相对最接近犯罪

实际。 但查询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出版的《中国统
计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社历年公开出版的《中国
法律年鉴》①，数据比较齐全的只有公安机关的立
案刑事案数，并不能准确反映公安机关的立案数。
相对来说，以法院一审收案数计算的犯罪率，既反
映了历年来犯罪率的变化趋势， 也比较接近犯罪
实际，更重要的一点是数据齐全。 其它数据，首先
数据不齐全， 其次反映总体的犯罪率与实际犯罪
数相差较远。 详见表 2。
因此，本研究采用以“法院一审收案数”计算

的被害率反映犯罪率。
2.解释变量
面对犯罪率的高速增长，人们一定想知道改革

开放 30年来哪些社会因素导致了犯罪率的高速增
长？较多的研究考察了犯罪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 [19][20]而本研究则将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在宏观的社会大背景中主要考察消费与犯罪的关

系，试图寻找犯罪的客观的消费指标解释因素。
因此，本研究主要将与消费相关的指标作为

解释变量。 初步选定的解释变量有以下几项。
（1）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城镇和农村）
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主要是指居民的

“八大类”消费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居住、交通、
通讯、家庭设备用品、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医疗保
健消费支出等。 这些直接反映了居民的消费观念
和消费水平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人均消
费支出逐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这
是否与犯罪率的逐年提高有着一定的关系呢？ 因

年份
刑事罪

犯总数

青少年犯罪 25周岁以
下罪犯占刑

事罪犯的比

重(%)

18周岁以下
罪犯占刑事

罪犯的比重

(%)
合计 不满18岁 18岁至

25岁

1997 526312 199212 30446 168766 37.85 5.78

1998 528301 208076 33612 174464 39.39 6.36

1999 602380 221153 40014 181139 36.71 6.64

2000 639814 220981 41709 179272 34.54 6.52

2001 746328 253465 49883 203582 33.96 6.68

2002 701858 217909 50030 167879 31.05 7.13

2003 742261 231715 58870 172845 31.22 7.93

2004 764441 248834 70086 178748 32.55 9.17

2005 842545 285801 82692 203109 33.92 9.81

2006 889042 303631 83697 219934 34.15 9.41

2007 931745 316298 87506 228792 33.95 9.39

2008 100730 322061 88891 233170 31.97 8.82

2009 996666 302023 77604 224419 30.30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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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引入此变量。 鉴于农村和城镇的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巨大差异，本研究分别引入“农
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年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两个变量。

（2）恩格尔系数（城镇和农村）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物支出

金额占个人消费性总支出金额的比重。 一个家庭
的收入越少， 家庭收入的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
的支出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家庭收入的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重则

会下降。 这个系数通常用来反映国家的贫富水平，
如果国家越穷， 国民的总支出中食物支出所占的
比重就越大，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这个比重
则呈现下降趋势。 但是，恩格尔系数也反映了人们
的非基本生存需求（除食品之外的物质、精神的需
求）的满足程度。 如果人们的非基本生存需求无法
得到满足，可能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 鉴于中国的
二元断裂的社会，本研究分别引入“农村家庭恩格
尔系数”和“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

（3）城乡消费水平比
城乡消费水平比， 是指以农村居民年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为 1 计算的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
对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倍数， 计算方
法是“城乡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城乡消费水
平比反映了断裂的二元社会中城乡消费之间的差

异，也反映了消费的不公平。
（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

根据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

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率的重要
指标。 通常认为，通货膨胀率越高，犯罪率也会越
高。 美国学者通过对美国 1960—2005年间的通胀
率和犯罪率的分析，证实了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性。 [21]

3.控制变量
本研究主要考察消费与犯罪之间的关系。 但

是，消费指标对犯罪率的提高的影响可能有限，比
如人口数增长、经济增长、城市化、失业率等都可能
会影响犯罪率。 因此，本研究将这些可能影响犯罪
率的除了消费以外的其它指标适当作为控制变量

引入模型。 初步选定的控制变量主要有以下几项。
（1）人口数和人均 GDP
人均 GDP，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重要的衡

量经济发展状况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 是了解和
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

指标。 人均 GDP的计算方法是，将一个国家核算期
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
的常住人口（目前使用户籍人口）相比计算得到。
因为本研究进入模型的是毛被害率， 即犯罪

率的分母是被简化为十万的人口数， 并未显示人
口结构。 人口数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关
系，因此理论上必须将人口数作为控制变量。 经济
发展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很多学者证实

（谢文荻,贾文，2006；罗煜，冯玉军,2005）。 GDP 和
人均 GDP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测量指标。 人口数和

年份

以“法院
一审收案
数”计算
的被害率

以“法院
终审刑事
定罪数”
计算的被
害率

以“检查
机关的批
准逮捕件
数”计算
的被害率

以“检查
机关提起
公诉案件
数”计算
的被害率

以“公安机
关的立案
刑事案件
数”计算
的被害率

以“公安
机关的刑
事 破 案
数”计算
的被害率

1978 46.5

1979 52.7

1980 77.4

1981 90.5 89.0 65.0

1982 100.7 73.6 57.0

1983 130.4 59.3 0.0

1984 129.9 49.3 37.9

1985 124.7 51.2 40.3

1986 149.9 29.4 23.9 50.9 40.3

1987 171.1 30.8 22.0 52.2 42.4

1988 205.5 36.4 23.7 74.5 56.4

1989 258.5 48.7 30.3 175.0 98.7

1990 255.1 50.8 55.7 33.8 193.9 110.7

1991 250.5 43.8 29.6 30.0 204.3 126.0

1992 260.4 42.1 27.1 28.2 135.1 92.1

1993 288.1 38.0 28.2 26.8 136.4 102.3

1994 330.0 45.5 31.8 32.1 138.6 108.4

1995 375.3 44.9 31.4 31.8 139.6 111.5

1996 434.1 54.4 36.1 39.3 130.8 104.5

1997 427.8 42.6 29.4 29.2 130.5 94.8

1998 433.7 42.3 32.3 32.3 159.2 101.4

1999 452.5 47.9 35.7 37.0 178.8

2000 422.6 50.5 37.4 37.9 287.0

2001 418.8 58.5 43.9 44.7 349.3

2002 399.5 54.6 41.1 45.4 337.6

2003 397.0 57.4 40.3 43.4 340.0 142.5

2004 390.3 58.8 43.0 47.1 363.0 154.3

2005 394.7 64.4 44.5 50.1 355.5 160.3

2006 394.4 67.6 44.8 51.0 354.0 159.6

2007 420.0 70.5 45.9 53.8 363.9 182.3

2008 473.5 75.9 47.6 56.5 367.8 180.8

2009 501.1 74.7 47.4 56.2 418.1 183.4

表 2 不同标准计算的犯罪率

说明：①“法院一审收案数”包括刑事、民事、经济纠纷、行政
和海事海商等。 ②表 2的数据是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的历年原始数据计算得出。各项被害率皆
为十万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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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都会影响犯罪率。考虑到控制变量太多，而样
本数据只有 32 期，引入过多的控制变量会使得模
型难以拟合。因此本研究引入人均 GDP，既反映经
济发展指标，同数也使得人口数在人均 GDP 中得
到控制，不必再单独引入人口数作为控制变量。

（2）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包括农业

与非农业）的比率。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率越高，城镇人口就越多，城镇就会面临更
严峻的就业压力，犯罪率可能就会越高。 城市化率
越高，单位面积上的城镇人口密度就会越大，人们
之间的纠纷、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也会越大，犯罪率
可能也会越高。

（3）居民年人均收入（城镇和农村）
引入居民年人均收入， 主要是从微观角度控

制经济与犯罪之间的关系。 如果犯罪是贫困原因
所致， 犯罪率与居民年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就应
该呈现负相关关系， 即收入水平越低， 犯罪率越
高； 如果犯罪是高度物质文明和社会富裕等社会
发展的结果， 则犯罪率与居民年人均收入呈现正
相关关系，即收入水平越高，犯罪率越高。 改革开
放以来， 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城乡居
民年人均收入的同步增长。 因此，引入城镇居民年
人均收入(可支配）和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纯收
入）分别从微观视角检验居民的收入水平。

（4）城乡收入比
城乡收入比，是指以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纯

收入） 为 1 计算的城镇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
的倍数，计算方法是，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年人
均收入(可支配）/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纯收入）。
社会不公平一直是犯罪的一种理论解释， 社会不
公平产生的心理落差往往使得一些弱势群体通过

犯罪来获得心理满足， 比如农民工犯罪。 而在我
国，城乡差别又是测量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因素。

（5）基尼系数（城镇和农村）
基尼系数是 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

于 1922年提出的， 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
度，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 城镇和
农村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别很大，因此分别引入
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 但是，城镇基尼系
数的数据不全，因此最终引入模型的只有农村基尼
系数。

（6）失业率（城镇）
失业率是指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率，是

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状况的主要指标。 由于
中国只统计城镇失业率， 所以引入模型的只有城

镇失业率。 城镇失业率越高，城市里的闲杂人员就
越多，犯罪率也会越高。
（二）犯罪率走势分析

改革开放 30年来，全国犯罪率总体上升趋势明
显，1978年全国每十万人中只有 46.5个法院的一审
收案数， 到 2009年， 全国每十万人口中就已经有
501.1个法院一审收案数，后者是前者的 10倍多。
从法院一审收案数所计算的犯罪率来看，犯

罪率有三个高速增长时期：（1）1986 年至 1989 年；
（2）1992年至 1996年；（3）2007年至今。 这三个时
期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指数）较高，初步可以判断犯罪率与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之间存在相关性，而且据图观察，犯罪率相比
CPI指数存在滞后性，即今年的 CPI 指数可能影响
明年的犯罪率。 因此，初步判断消费与犯罪之间可
能存在某种相关性。
（三）犯罪率的多元回归分析

1.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在犯罪率的多元回归分析前， 首先计算引入

模型中的各变量的 Pearson 简单相关系数，测量两
两变量间的线性相关的强弱程度。 尽管相关关系
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但是无相关关系一定不存
在因果关系。 因此，简单相关关系是多元回归分析
的探索性研究的前提。 从表 3 可以看出，除了 CPI

图 1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犯罪率

图 2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犯罪率与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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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镇失业率外， 其它变量之间都存在相关关系
且强度较大。
其次，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之前，要检查多个

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对于一个给定的
因变量，引入多元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越多，则误
差方差越小。 因此，我们希望在模型中引入尽可能
多的有解释意义的自变量。 但是，引入模型的自变
量多了以后，自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
从而影响模型的拟合效果。 简单相关系数可以判
断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表 3 的
简单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 自变量之间的简单
相关系数较高， 需要注意变量间的多重共性线问
题。 但是，多重共线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成为
一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对于一个
给定的数据集， 如果发现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
性较强，我们可以做的是，试着从模型中去掉一些
自变量，以努力消除多重共线性。 但是，如果我们
想观察某些特定变量的因果效应时， 在模型中引
入了较多的控制变量， 如果这些控制变量之间高
度相关，我们可以“忽视”控制变量之间的多重共
线性，而只重点考虑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因
为这些控制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对于自变量的参

数估计并不重要。 因此，本研究只考虑自变量之间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从图 1可以看出，因变量“犯罪
率”是一组时间序列数据，而不是随机数据。时间序
列数据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可能会影
响未来，而不是相反，这时候如果继续用回归分析
的最小二乘估计法（OLS）拟合模型，可能会产生偏
差。 因为，OLS估计法把抽样视为随机，但是，在时
间序列数据中，把抽样视为随机显然很不恰当。 因
此要放弃随机抽样的假定。如果自变量也是时间序
列数据，自变量之间也会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产
生较强的多重共线性。表 3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已
经显示，本研究引入模型中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
间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 到此，我们可以初步判
断，这些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可能是因为这些
变量是时间序列数据而导致。
很多经济数据都有着随着时间而上升的趋

势，从而产生多重共线性。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估计模型呢？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模型中增加一
个时间趋势变量。 因此， 本研究在多元回归分析
时，加入了一个时间趋势变量 t。 时间序列回归中
的 R2和 R2

adj通常会很大。 同时，时间序列数据也
会存在数据之间的滞后效应， 即模型设定的内生
型问题———自变量相对于因变量滞后一期。 比如，
去年的 CPI可能会影响今年的犯罪率。 因此，在模
型拟合时，还要考虑时间序列的滞后性问题。

表 3 各变量间的 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

犯罪率
时间
序列

城镇人
口 /总
人口

人均
GDP

城镇居
民年人
均收入
(可支
配）

城镇居
民年人
均生活
消费支
出

城镇家
庭恩格
尔系数

农村居
民年人
均收入
（纯收
入）

农村居
民人均
生活消
费支出

农村家
庭恩格
尔系数

城乡收
入比

城乡消
费水平
比

CPI（以
上一年
为
100）

农村
基尼
系数

城镇
失业率

犯罪率 1

时间序列 .947(**) 1
城镇人口 /总人口 .889(**) .985(**) 1

人均 GDP .770(**) .890(**) .932(**) 1
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
(可支配） .810(**) .921(**) .956(**) .996(**) 1

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

.831(**) .935(**) .966(**) .991(**) .999(**) 1

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 - .871(**) - .955(**) - .971(**) - .869(**) - .904(**) - .919(**) 1

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
（纯收入）

.859(**) .943(**) .965(**) .986(**) .995(**) .997(**) - .919(**) 1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

.855(**) .940(**) .961(**) .988(**) .995(**) .996(**) - .907(**) .999(**) 1

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 - .806(**) - .921(**) - .950(**) - .866(**) - .886(**) - .894(**) .919(**) - .891(**) - .886(**) 1

城乡收入比 .732(**) .839(**) .854(**) .841(**) .864(**) .870(**) - .868(**) .851(**) .850(**) - .739(**) 1

城乡消费水平比 .709(**) .797(**) .821(**) .758(**) .796(**) .810(**) - .889(**) .794(**) .778(**) - .717(**) .943(**) 1

CPI（以上一年为 100） - .122 - .185 - .261 - .275 - .281 - .286 .293 - .287 - .258 .227 - .157 - .326 1

农村基尼系数 .931(**) .958(**) .923(**) .786(**) .822(**) .841(**) - .901(**) .848(**) .849(**) - .876(**) .802(**) .748(**) - .050 1

城镇失业率 .137 .236 .317 .455(**) .454(**) .448(*) - .379(*) .418(*) .408(*) - .198 .640(**) .675(**) - .404(*) .142 1

社会治理与建设

**代表 P<0.01（双尾检验），*P<0.05（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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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模
型

“消费支
出和结
构”模型

“城
乡消
费差
距”
模型

“消
费价
格指
数”
模型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城镇人口 / 总人
口

- 1.
399**

人均 GDP（元） - 0.672 - 1.
850**

- 2.
082*** 0.532

城镇居民年人均
收入（可支配）

- 0.702 - 4.
078***

城镇居民年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

- 1.509 2.032*

城镇家庭恩格尔
系数

0.074 0.611**

农村居民年人均
收入（纯收入）

3.408*** 3.656***

农村居民年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

- 1.509* 2.422***

农村家庭恩格尔
系数

- 0.056 0.121

城乡收入比 - 0.097 0.142* 0.965**
*

城乡消费水平比 - 0.056 0.988**
*

农村基尼系数 0.203* 0.202

时间趋势 t 1.712** 1.278*** 0.636** 0.470*** 0.958*** 0.960***

CPI（以上一年为
100） 0.043* 0.362

CPI（滞后 1期） 0.144**

城镇失业率 0.099
城镇失业率（滞后
1期）

- 0.
452***

- 0.
407**

R2 0.996 0.943 0.972 0.984 0.708 0.710 0.536 0.918
R2

adj 0.993 0.935 0.968 0.980 0.688 0.689 0.521 0.913

2.模型拟合
根据本研究的基本假设，用《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法律年鉴》中的 1978—2009 年的 32 期全
国的数据，建构出犯罪率的消费支出和结构模型、
城乡消费差距模型、 消费价格指数模型和综合模
型，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
理想状态是建构一个犯罪率的综合模型，在

该模型中既包括消费支出和结构的影响， 又包括
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 还包括消费价格指数的影
响。 因此，首先拟合一个多元线性回归的综合模型
（表 4中的 Model 1）。 将本研究预设的所有自变量
和控制变量都引入模型中， 发现预设的六个自变
量中，只有一个自变量“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它五个自变量“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CPI”、“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家庭恩格尔系
数”、“城乡消费水平比” 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出现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所有变量均为时

间序列数据、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
性较强所致，也与样本量较小（n＝32）有关。 因为本
研究没有收集地区数据， 只有 32 期的全国数据，
所以一次引入模型中的变量不能太多， 否则可能
会导致引入模型中的变量难以通过显著性检验，
以及模型难以拟合。 因此，下面通过减少引入模型
中的变量， 分别考虑不同层次的自变量对犯罪率
的影响，即分别建构微观个体层面的“消费支出和
结构” 模型、“城乡消费差距” 模型、“消费价格指
数”模型来检验预设的三个理论假设。
因此， 下面分别用不同的模型验证提出的三

个理论假设。
（1）建构“消费支出和结构”模型，从微观个体

层面考虑“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对犯罪率的影
响。 以“犯罪率”作为因变量，以“城镇居民年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
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
4 个变量为自变量，以“人均 GDP（元）”、“时间趋
势 t”作为控制变量拟合模型。 由于样本量太小，同
时考虑城市和农村消费支出对犯罪率的影响时，
模型中较多变量难以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分别
考虑城市消费支出和农村消费支出对犯罪率的影

响。 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均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
在模型中引入时间趋势变量 t， 经过多次拟合，在
控制人均 GDP 的情况下， 最终拟合出表 4 中的
Model 2 和 Model 3。 从 Model 2 可以看出，“城镇
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城镇家庭恩格尔系
数”都对“犯罪率”有正的影响效应，而且影响效应

显著，通过了 t检验。即，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越
高，犯罪率越高；城镇家庭食物支出在家庭总支出
中所占的比例越高，生活越贫穷，犯罪率越高。 模
型拟合的结果跟现实比较吻合。 现实生活中，改革

社会治理与建设

表 4 犯罪率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N=32）

说明：①为了便于各个模型之间的比较，各个模型中显
示的均是按照普通最小二乘法计算出来的标准回归系

数，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大小。这个值为正值时，
值越大，表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越强；这个值为负值

时，值越小，表示变量之间的负因果关系越强。
②标准回归系数右上角的 ***代表 p<0.001，表示

回归系数在 0.1%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p<0.01，表示回
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代表 p<0.05，表示回归系数
在 5%水平上显著。

③R2即多元回归判定系数，这个值越接近 1，说明
模型对犯罪率的解释力越强；R2也可以检验一元线性回

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值越高，拟合优度越好。
R2

adj则是调整的判定系数，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的拟合优度。因为多元回归方程的 R2会随着自变量个

数的增多而增大，但并非所有引进模型中的变量都具有

统计意义，当无统计意义的变量进入模型时，R2虽然会

增大，但是 R2
adj则会“惩罚性”地减少。

92- -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 6期

开放多年以来，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了，消费
水平也相应地越来越高，但是，人们的消费欲望也
增强了，人们能够从消费中所获得的满足和幸福
感实际上在下降，当消费欲望无法通过正常途径
获得满足时，就可能通过犯罪来实现不切实际的
消费欲望。 生活越贫困的人，越无法满足自己的消
费欲望，犯罪的机率就越高。从 Model 3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对“犯罪率”有正
的影响效应，影响效应显著，通过了 t检验。 即，农
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越高，犯罪率越高。 说明，消
费主义对中国人的影响不仅是在城市，农村居民
同样深受影响，虽然农村居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
是电影、电视等媒体中铺天盖地的广告不断地刺激
着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 相比他们消费欲望的提
高，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够，从而增加他们为了
满足消费欲望而犯罪的机率。但是，“农村家庭恩格
尔系数”对“犯罪率”的影响效应却不显著，没有通
过 t检验， 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以自给自足为主，
在食品上的消费支出增长缓慢，更多的是将收入花
费在服装、孩子教育、建造房屋等支出上。 至此，假
设一基本得到了验证，即微观个体层面的“消费支
出”和“消费结构”影响犯罪率，影响效应为正。

（2）建构“城乡消费差距”模型，从中观社会层
面考虑“城乡消费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 以“犯罪
率”作为因变量，以“城乡消费水平比”作为自变
量，以“滞后 1 期的城镇失业率”作为控制变量拟
合模型。 理论上来讲，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均是时
间序列数据，在模型拟合时，应该考虑时间趋势变
量 t。 但是，由于只有一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当
自变量和因变都是时间序列数据， 而控制变量不
是时间序列数据时， 时间趋势的影响效应可以忽
略， 因此， 此处暂不考虑时间趋势的影响。 从
Model 5 可以看出， 在控制城镇失业率的情况下，
“城乡消费水平比”与犯罪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城
乡消费差距越大，犯罪率越高。
假设二得到了验证，即中观社会层面的“城乡

消费差距”影响犯罪率，且影响效应为正。 改革开
放以来， 虽然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
消费水平都增加了，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
很多，但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差距却越来越
大，人们的心理不平衡感越来越强，心理落差越来
越大， 仇富心理越来越强， 从而可能走上极端犯
罪。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消费支出越高，犯罪率会越
高。 因为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人们之
间的消费差距拉大了， 人们的参照对比群体在变
化，对比高消费群体，低消费群体的心理落差不是

变小了，而是变大了，从而可能通过犯罪来实现自
己的消费欲望。

（3）建构“消费价格指数”模型，从宏观政策层
面考虑“消费价格指数 CPI”对犯罪率的影响。以犯
罪率作为因变量， 以 “滞后 1 期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作为自变量，以“时间趋势 t”作为控制变量拟
合模型。 Model7显示，CPI与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
系不显著；但是，“滞后 1 期的 CPI”却与犯罪率之
间的因果关系显著（Model8）。 说明，CPI 与犯罪率
之间存在模型设定的内生型问题， 即自变量相对
于因变量滞后一期， 去年的 CPI 影响今年的犯罪
率，去年的 CPI越高，今年的犯罪率越高。
假设三得到了验证，即宏观政策层面的“消费

价格指数 CPI”影响犯罪率，且影响效应为正。 因
为，消费价格指数 CPI 增长，通货膨胀程度严重，
人们手中的货币贬值，所能购买的消费品减少，从
而使得消费欲望不能得到满足， 增加了通过犯罪
达到消费欲望的可能性。
至此， 本研究已经通过模型拟合证实了预设

的三个与消费相关影响犯罪率的研究假设。 但是，
本研究模型拟合的一大特点是事前设定的控制变

量，较多没有能够引入模型当中。 原因之一是自变
量与控制变量均是时间序列数据， 多重共线性较
强，如果模型中引入太多变量，导致需要观测的自
变量难以通过显著性检验。 另一个原因是样本量
较小，只有 32 个时间序列数据，引入模型中的自
变量和控制变量太多时， 也会导致自变量的系数
比较难于通过显著性检验。

3.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的情况总结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 基本验证了预设的三个

研究假设，详见表 5。

社会治理与建设

自变量 影响效应
系数是否
通过显著
性检验

研究假设
是否得到
验证

假设一：微观个体层面的
“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
影响犯罪率。

是

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

+ 是

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 + 是

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

+ 是

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 + 否

假设二：中观社会层面的
“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犯罪
率。

是

城乡消费水平比 + 是

假设三：宏观政策层面的
“消费价格指数 CPI”影响
犯罪率。

是

CPI（以上一年为 100） + 否

CPI（滞后 1期） + 是

表 5 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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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1.微观个体层面的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与犯罪
为什么会出现消费支出越高， 犯罪率越高的

现象呢？ 主要原因是消费社会刺激着人们的消费
欲望，培育了一种享乐主义消费文化，使人们永远
处于一种不满足状态之中，精神空虚，金钱至上，
物欲膨胀，欲壑难填。 重重的欲望之网使得人们增
加消费支出满足了当前的消费欲望时， 新的消费
欲望将会随之产生，为了满足过分的欲望，部分人
开始抛弃道德观，无休止地去拥有和渴望，当欲望
满足途径受阻时，人们可能会采取盗窃、抢劫、贪
污、挪用公款、行贿受贿、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达
到目的。
人类自从与母体分离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处

于一种可悲的渴望之中。 消费社会中，人的欲望更
加强烈，既贪得无厌，又令人痛苦。 人们有着一种
单纯的对物质的渴望， 无论多少也不会满足人们
的欲望，人们以为这是获得幸福的秘诀。 这就是消
费社会的要义所在。 当人们拥有了这样的东西，还
想拥有其他的东西；当拥有了过去，进而又祈祷能
拥有未来； 人们总是想拥有现在有的和没有的一
切。 这种现代文明的基础很奇怪，但是却很牢固。
我们大多数的生产力正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着消

费品的生产或者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消费品构
成了我们的生活， 也是国家和个人收入的主要来
源，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 消费品还能周游列
国， 将对物质的欲望带到那些贫穷的国家或者物
质产品不太丰富的国家，终于一天，让这些地方的
人们也通过消费来拥有幸福。 [22]结果，我们能否得
到满足呢？ 实际上，正是消费主义体制让我们一直
不能得到满足，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种不
满足变成了消费社会中人们的追求。 正是因为人
们尚未“拥有”，人们才有了一个目标，一个可以追
求却又遥不可及的消费目标。 当所有的目标都已
经真正实现的时候，人们又会制造出新的、尚未得
到的需求和东西，因此，人们越来越富有，消费支
出越来越高，但却越来越不能满足。 奢侈品成为了
必需品，但是人们还是不能满足。 现在，我们各家
的信箱里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宣传单和目

录， 我们上街随时都能收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宣传
单和销售员不厌其烦的介绍， 到处都是大型的购
物中心和新建的写字楼、公寓楼，我们努力去消费
我们想要消费的物品的同时， 也发现了很多我们
想要消费但却消费不起的物品。 人们一方面在不
停地消费着过去的一切， 一方面又在近乎绝望地

寻找着新的可买和想买的东西。 在这个富裕的时
代，人人都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富翁，能够
过上有钱人的日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人们每一
次购买东西时，都伴随着一些买不起的东西，人们
的心中永远闪着幽幽的欲望之光， 人们永远不知
足， 人们已经无法将自己从这种获取的欲望冲动
中拯救出来。
欲望是一艘船， 载着芸芸众生驶向不同的人

生港湾。 正当的欲望催人奋进，不断地走向人生的
一个又一个巅峰；不适当的欲望，令人颓废，容易
使人误入歧途，陷进难以自拔的罪恶泥潭，走上犯
罪的道路。 个人的无节制的消费欲望与现实的不
能满足性之间的矛盾就是故意犯罪的内在根源。
如果一个人的消费欲望超出了自己的现实能力，
而且还要付诸实施，想满足自己“无限性”的欲望，
那么， 就有可能在社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得不到
满足，而发展成为一种犯罪的内在动因，超越法律
去实现自己畸形的需要和扭曲的希望。 这种“消费
欲望无限性”的犯罪人，其消费需求结构失衡，部
分不必要的消费需求恶性膨胀， 并大大超出自给
的程度，最终导致和法律规范发生冲突。 主要表现
为， 虽然犯罪人的收入在增加， 消费支出也在增
加，但犯罪人无节制的“物欲”恶性膨胀，欲壑难
填，为了满足这种恶性膨胀的欲望，便采取盗窃、
抢劫、贪污、诈骗等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同时，这种
“消费欲望的无限性” 也培育出了极端利己主义，
一味地追求通过物质享受达到个人幸福， 把个人
利益放在一切利益之上，最终在某些人的蛊惑下，
由于一念之差走上犯罪道路，例如职务犯罪、经济
犯罪、白领犯罪等。 再者，人的“消费欲望的无限
性”也使得人们情感世界空虚，缺乏对他人的尊重
和同情，冷酷无情，情绪经常变化不定，自控能力
极差， 容易受情绪的影响实施各种铤而走险的激
情性犯罪、报复性犯罪等。 比如一个犯罪人自述：
“他瞧不起我，嫌我脏嫌我没钱，我要让他尝尝瞧
不起我的滋味，我要让他后悔他嫌弃我，于是我跟
随他，趁他不注意捅了他一刀。 ”

2.中观社会层面的消费差距与犯罪
虽然实证研究只证实了城乡消费差距与犯罪

率之间呈高度正相关。 但是， 不管是城乡消费差
距，还是城市居民的消费差距，只要人们之间的消
费差距拉大，人们就竞相攀比，攀比不上的人就会
越流露出不满和悲观的情绪， 越容易产生被剥夺
感，激发由于憎恨而产生的犯罪。
消费社会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坏问题”，如饥

饿、寒冷、无聊，为人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如用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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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加热食品、吃方便食品、开小汽车上班等。 但是，
消费社会也制造了一种攀比消费文化， 使得人们
之间的消费差距越来越大。 早期的凡勃伦时代的
攀比消费是一种防御性消费， 是上层阶级为了保
持自己的社会地位， 通过炫耀性消费展示自己的
经济实力。 而当今社会的攀比消费则更具有侵略
性，攀比的群体范围扩大了，人们和在经济地位上
远远高于自己的群体进行比较， 争取像他们那样
生活， 甚至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微软公司
的比尔·盖茨也可以成为人人争相攀比的对象，街
坊邻居已经不再是人们的主要参照群体了。 电视、
电影等媒体也在告诉人们如何消费， 成为人们的
消费理念、消费预期、消费态度、消费期望的主要
来源。 而电视、电影等对人们的消费模式是极端扭
曲的，它们所反映的主要是有钱人的生活，这些人
穿名牌服装、用最时尚的手机、开豪华小轿车、去
高档餐厅进餐、住在高级公寓或别墅里。 例如，奥
吉恩和施勒姆发现， 看电视时间越长的人越容易
相信美国人家家都有网球场、 私人飞机、 敞篷汽
车、汽车电话、女仆和游泳池等。 [23]因此，几乎所有
的人都渴望能够达到有钱人的消费标准， 拥有度
假小屋、游泳池、出国旅游、名牌服装、大把的钞票
以及高档私家车， 这些成了人们所向往的美好生
活的标志。 但是，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每个家庭都
拥有一量小轿车，那将是何等的悲剧，恐怕我们只
能被迫回到最原始的出门靠步行了； 如果中国每
个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 那地球离毁灭也就不
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带游泳池的别墅，
那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得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生

活。 因此，现实中，我们大部分人都输给了收入比
我们高的阶层，我们的“期望差距”（即人们的欲望
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常常流露
出不满和悲观的情绪。 很多外来移民虽然住在城
市里，却没有能力消费昂贵的名牌产品，没有能力
住在豪华公寓里， 因此他们不可能融入那些工作
稳定、生活富裕的城市居民的生活。 他们的孩子和
住在豪华公寓里的孩子们相互攀比， 但是他们不
是去攀比谁读了多少书， 而是攀比谁穿着名牌衣
服、开着豪华轿车。
满怀希望的穷人们肯定想效仿那些富人们的

生活。 为什么不呢？ 满足欲望是人的本性。 富人们
能够享受的，穷人们为什么不能享受呢？就像 1997
年 12 月在日本京都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想针对
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碳排放量做出限制， 一位
巴西外交官表达了他的心声：“他们（发达国家）吃
完饭才请你来喝咖啡， 然后， 却要你分担整个账

单，尽管你什么也没有吃着”。 [24]不管是什么地方的

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尽管他们在文化和历史
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但是他们都需要最基本的东
西，那就是渴望物质生活方面的进步。 因此，消费
社会中的攀比消费滋生了一种新现象： 即阶级之
间的差距越大， 人们越一心想要达到和别人一样
的消费水平， 而不是诸如休闲时光这样更能享受
生活的东西；渐渐地，你穿什么和没穿什么都可以
决定你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 甚至你工作的地
方也变成了攀比的对象， 因为你所工作的地方表
明了你的社会地位。 [25]但是，人们的“期望差距”却
越来越大， 因为人们期望的都是高档消费的生活
方式。 因此，大部分消费者都很失望，因为他们的
收入水平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中产阶级也
出现了在夹缝中生存的困境， 信用卡债务的增长
幅度越来越大，想要实现梦想（即满足欲望）所需
要的收入水平又翻了几倍， 商店行窃案件越来越
多，为了得到某种显示身份的商品（名牌运动鞋、
皮夹克和太阳镜） 而进行暴力犯罪的活动也越来
越多。 因此，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诱惑很容易使人们
产生憎恨而犯罪。 消费诱惑就像“永久的诱捕”，现
代生活的传媒诱惑、人们的唯利是图、权力崇拜以
及精神生活的平庸化倾向很容易使那些“被排除在
消费之外”的人们产生被剥夺感和反抗意识，激发
由于憎恨而产生的犯罪。 [26]

因此， 消费差距所导致的攀比消费强调的是
比较消费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水平的
总体增长并没有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感，
而是把人们带进了消费的“囚徒式困境”———如果
大家合作的话，生活本来可以过得更好一些，但是
大家不合作，相互不信任，攀比消费的成本也越来
越高，最后就会产生对各方都不利的后果。 穷人对
消费的渴望和挥之不去的不满足感将会和随之而

来的一些破坏性行为一起导演出一幕幕悲剧，如
入室杀人抢劫、持刀杀人抢动、持刀杀人泄愤等。
自然界中的物质是有限的，一些人有的，另外一些
人就不能再拥有。 但是，对那些贫穷的人来说，这
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富人消费了那么多，而我们却
不能消费呢？所以穷人一定会效仿富人的消费。“自
然界中，饥饿的动物会以同类为食”，同样，人类社
会中，饥饿的人们也会与同类拼个你死我活。 加之
现实中的社会不公平，穷人能够受到政府和媒体力
量帮助的较少，他们更加会以越轨行为来引起社会
关注和解决问题，比如跳楼讨薪、堵路维权、杀人泄
愤、抢人钱财都是穷人以极端方式增强自身博弈力
量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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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宏观政策层面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与犯罪
消费社会已经培育起了享乐主义消费文化，

但是， 宏观政策层面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的上升
意味着等额现金的购买力减弱了。 如果人们的收
入水平没有跟上 CPI 的上涨速度， 人们的消费支
出看似增加了，但是购买能力却在下降，欲望更加
无法得到满足。 消费享乐主义文化已经改变了人
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调动起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热情，使得人们成为享乐主义的俘虏，
把人的生理本能需要放大， 人们就像吸食了毒品
的“瘾君子”一样，无法摆脱消费欲望的诱惑。 因
此，享乐主义消费文化毒害着人们的灵魂，消磨着
人们的斗志，使得人们信仰失重、道德失落、心理
失衡、行为失规，一旦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满足自己
的欲望，便通过违法犯罪达到目的。 比如，享乐主
义所导致的有些孩子为了印有某个足球队标志的

运动衣和运动鞋而去抢劫杀人， 新生代农民工为
了得到一个城里人所用的时尚手机而去抢劫。 当
代社会中的犯罪主体越来越年轻化正是因为受到

了享乐主义的毒害。 在这些罪犯中，独生子女占绝
大多数，由于父母的溺爱和娇纵，他们很少有机会
接受艰苦磨练，不仅意志薄弱，而且情感脆弱；他
们骄纵、脆弱而又冷漠，感觉钝化而又无所适从；
他们热爱金钱， 缺少怜悯心， 没有恐惧感或痛苦
感； 他们遇事非常情绪化， 犯罪动机多样而又茫
然；“跟着感觉走”是他们最好的写照。 消费社会的
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 把他们各种各样的欲望激
发出来：有膨胀的私欲动机、骄奢的享乐动机、性
本能的刺激动机、非分的占有动机、卑劣的虚荣动
机、戏谑的取乐动机、残忍的报复动机、畸形的好
奇动机、狭隘的嫉妒动机、“行帮”的“义气”动机
……这些动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潜移默化
地隐藏于他们人格的深处，形成潜意识，逐渐发展
成为犯罪动因，以致于他们在实施犯罪的瞬间，连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他们厌恶
一切，谈论最多的是“如何捞钱发财”、“如何享受
生活”、“如何及时行乐”等话题。 但是，现实生活的
残酷，使得他们可能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满足他
们欲望的金钱支持， 如果 CPI指数再不断上涨，通
货膨胀加剧， 更是给他们消费欲望的满足雪上加
霜，使得他们最后在消费社会强大的商品文化惯性
的推动下， 开始模仿电视和电影里的 “强者”、“冷
面”、“残暴”、“英雄”等角色，沦为消费的俘虏，把性
命当儿戏，把享乐当王道，把犯罪当作寻求刺激。
（二）讨论：在犯罪率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

多少算够？

消费社会中， 多数人都感觉自己处在社会博
弈力量的弱势一端， 因为我们总是感觉自己口袋
里的钱不够多，自己想买的东西买不到，自己的欲
望不能得到满足。 但是如果物欲横流，试想将来有
一天，中国的 13 亿人口都富裕到可以像发达国家
的人们一样生活和消费的话， 那犯罪率恐怕不是
今天的水平，噩梦也许将会到来。 地球上的第六次
灭绝危机———物种正以高于过去几千倍的速度灭
绝———就是人类的肆无忌惮的消费主义对我们的
星球的无节制的破坏而引起的。 但是，消费主义不
仅仅灭绝着物种， 也给我们平静的日常生活带来
了各种各样的悲惨景象：亚健康、焦虑、抑郁、负
罪、排斥、自杀、谋杀、暴力等。 消费社会中，纠缠着
丰盛文明的不再是物质匮乏的威胁， 而是脆弱性
的威胁———这种被丰盛掩盖起来的无法控制的暴
力与犯罪，令我们觉得不可名状的荒谬和痛恨，但
是却像魔鬼般缠绕在我们的周围。 丰盛与犯罪已
经并驾齐驱， 经济越发展， 人们的物质消费越丰
富，犯罪现象越严重。 而且，丰盛社会中的犯罪，根
本不同于那种由于贫穷、匮乏、剥削滋生的犯罪。
从暴力、轻罪等破坏性行为，到疲劳、自杀、神经症
等可传染的压抑性，到集体逃避现实的吸毒、嬉皮
士等非暴力犯罪，再到“无对象”的报复性暴力犯
罪，富裕的社会失衡了。 真正的丰盛在哪里？ 这种
物质的丰盛到底是自由还是束缚？ 如果物质丰盛
是一种自由， 那么丰盛为什么会令我们如此痛苦
和恐惧；如果丰盛是一种束缚，我们为什么还要去
追求这种丰盛呢？

注释：
①除文中另有注明，本文所采用的犯罪的原始统计

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社历年公开出版的《中国法
律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
版社历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本文所采用的人口、
社会、经济、消费等原始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公开出版的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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